
 

 1 

城市生态用地时空动态及其相关驱动力 

——以武汉市为例 

黄隆杨 刘胜华 李健
1
 

(武汉大学 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城市生态用地是维持城市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屏障,研究其动态变化特征及相关驱动力,将

为城市规划和生态环境保护决策提供依据。该文以武汉城区为实证区,采用 1990、2002、2014 年等 3期 Landsat 遥

感影像为数据源,采用土地利用变化矩阵量化数量变化,景观格局指数量化空间格局变化,生态服务价值系数和

InVEST 模型量化质量变化,利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和梯度分析法量化相关驱动力。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生态用地总

面积持续下降,累计减少 239.55km2,其中水域为主要转出地类;生境质量下降 24%;生态用地斑块破碎度提高,“孤岛

化”现象逐渐显现;坡度、建设用地的最小距离、建设用地增长、GDP 增长和道路密度是驱动生态用地变化的主要因

素,随着城市向三环线外扩张,三环线以外的生态用地面临较高的生态转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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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土地利用/覆被变化(LUCC)一直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围绕时空变化格局这一核心问题[1],学者们从量

化模型[2,3]、驱动机制[4]、反馈效应[5,6]和情景模拟[7]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伴随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城市的发展使得周边区

域的土地利用类型和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使得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演变为人类-自然复合生态系统[8],导致其所能提供的诸如气候

调节、水源涵养、固碳释氧等生态系统服务在数量和质量上发生改变[9],进而影响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安全。因此,近年来城

市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研究成为 LUCC 研究的重点,如 Yang 等[10]利用元胞自动机模拟了大连经开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其中,城市土

地利用/覆盖与城市生态服务相结合亦成为城市 LUCC 研究的重要方向,如谭敏等
[11]
基于 LUCC 量化并预测了徐州市区的生态服务

价值,Song 等[12]从评价、制图和建模 3 个层次研究了城市 LUCC 与生态系统服务的关系。城市生态用地作为人类—自然复合生态

系统的连接点,是维持区域生态安全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屏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城市生态用地是能够有效发挥生态

功能,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满足人类生态需求[13,14],维持区域生态系统稳定和生态安全的土地,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当前,得

益于遥感和地理信息技术(GIS)的持续发展,从早期对城市生态用地进行类型划分[15,16]和功能优化[17],到对其进行空间结构优化
[9]、需求测算[18],再到时空动态监测[19,20]、生态安全评估以及生态安全格局构建[21,22],相关研究不断深入、细化;但目前国内聚焦于

城市生态用地变化驱动机制的研究还比较少,关于生态用地用途转化风险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武汉是我国中部快速城市化地区,城市扩张过程中建设用地大量占用生态用地,生态用地保护和建设用地增长的冲突较为严

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为此,有必要研究生态用地动态变化及其驱动机制,预测生态用地的转移概率,以便为武汉生态用地优化

以及城市规划编制、生态管制措施的制定等提供科学依据。本文试图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矩阵、景观格局指数、生态服务价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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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 InVEST 模型,研究武汉市 1990～2014 年的城市生态用地在数量、质量和空间格局上的动态变化特征;以及利用二元逻辑回

归模型量化城市生态用地变化的经济社会—自然驱动力,并绘制武汉市城市生态用地转化概率图。 

1 研究概况 

1.1 研究区域 

武汉,位于湖北省的东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端,东与黄冈市、鄂州市接壤,南与荆州市相连,西与仙桃市毗邻,北与孝感市

相接,是湖北省省会,我国的中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本文旨在研究城市生态用地时空动态,

考虑到武汉市行政区内尚未完全城市化,远郊区的森林、草地实际上对城市居民日常生活而言并无太大意义,因此,本研究采取以

阈值提取夜间灯光影像范围,结合遥感影像解译提取方法,获得武汉市连片建成区的界限。,一般而言影像上像元 DN值越高,灯光

亮度越强,就意味着该像元更有可能属于建成区[23]。本文设定城区提取阈值为 35,DN 值大于 35 的连片区域被划定为研究区。如

图 1所示,研究区大致在武汉市三环线向外扩张 20km 的范围内,包括武汉 7个主城区及蔡甸、黄陂、新洲、江夏、东西湖等郊区

一部分,面积约 2000km2。 

 

图 1研究区范围 

1.2 数据获取与处理 

本研究通过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获取 1990 年,2002 年和 2014 年等三幅Landsat TM 和 ETM+图像作为

数据源,并对数据进行辐射校正和几何校正。首先,使用 ENVI4.7 的 Calibration Utilities 模块将遥感图像的 DN值转换为大气

反射率值。其次,对于几何校正,我们以 1990年的图像为基础,并使用 ENVI4.7 中的图像到图像方法来校正每个周期的两个场景,

每个校正过程的误差控制在一个网格内。考虑到研究目的、数据精度和武汉市土地利用现状,在 ENVI4.7 中采用监督分类(最大

似然法)将影像分为建设用地、耕地、未利用地、林地、草地和水域等 6类(图 2),并采用目视判读,针对各地类随机选取 50个独

立样本,利用混淆矩阵进行分类精度评价,评价结果如表1所示:Kappa系数均超过0.8,整体分类精度均在90%左右,表明3个时相

遥感制图结果的精度总体较好。本研究将林地、草地和水域等划为生态用地,大城市周边的耕地(水田、旱地等)受区位影响主要

追求经济效益,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存在较大的环境隐患而被排除在生态用地之外;同时考虑到草地面积较小,因此在研究过程

中必要时将草地和林地统称为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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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分别来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的GDEM产品和美国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 DMSP_OLS灯光数据,并进行

校正、剪切工作;地均人口和 GDP 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交通数据来源于 Openstreetmap,并依据湖北省市县

图册(1992 版)和武汉市交通图(2002版)进行还原。 

2 研究方法 

2.1 生态用地时空格局变化分析 

2.1.1 土地利用变化矩阵 

根据土地利用分类,本研究通过计算 1990～2002 年和 2002～2014 年间不同景观组分的变化量,并基于组分转移概率矩阵,计

算各景观组分转入、转出的贡献率[24],以量化武汉城市生态用地的数量变化。景观组分转入贡献率,指其他景观组分向该景观转

入的面积占同时期景观转移总面积的比例,用于衡量景观动态变化过程中各组分的面积增量差异,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Ti表示第i种组分的转入贡献率;Aji为第j种组分向第i种组分转移的面积;At表示该时期内景观组分转移的总面积;n

表示景观组分类型的数量。 

 

图 2研究区 1990、2002、2014 年土地利用类型图 

表 1影像成像时间和分类精度 

年份 成像时间 影像 空间分辨率(m) 总体分类精度(%) Kappa 系数 

1990 1990-09-02 Landsat 5TM 影像 30 92.32 0.87 

2002 2002-10-13 Landsat 7ETM+影像 30 93.61 0.89 

2014 2014-10-06 Landsat 8OLI 影像 30 89.32 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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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组分转出贡献率,指某景观组分在某时期内转出的面积占该时期景观总转移面积的比例,用于衡量景观动态变化过程中

各组分的面积减量差异,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Fii表示第 i种组分的转出贡献率;Aij为第 i种组分向第 j种组分转移的面积。 

2.1.2 景观格局变化 

土地利用变化会导致土地斑块的配置和邻接发生改变,进而引起整个景观格局的变化。景观格局指数是反映和监测区域景观

格局变化的重要指标,本研究利用 Fragstats4.1 软件在景观(landscape)和类型(class)两个尺度上计算武汉都市区生态用地的

景观格局指数,以量化武汉城市生态用地的景观格局变化。在景观尺度上,将城市生态用地视为一个整体,选取边缘密度(ED)、斑

块密度(PD)、多样性指数(SHDI)以及蔓延度指数(CONTAG)等 4 个指标用于量化分析都市区内城市生态用地景观格局的结构组成

和空间配置变化情况[25]。在类型尺度上,本研究将研究区土地分为绿地(林地和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含未利用地)和耕地4大

类,选取景观面积比(PLAND)、有效粒度尺寸(MESH)、分割度指数(SPLIT)、最大斑块指数(LPI)等 4个指标[26,27]反映两类生态用地

各自的景观格局变化情况及非生态用地与生态用地在景观格局变化中的相互关系。 

2.1.3 生境质量变化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所能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不同,通常能提供高生态服务价值的区域生境质量更高;但是土地提供生态

服务的能力会因受到的人类活动干扰而下降。本研究根据 Costanza 等[28]计算的每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全球平均值之

间的比例关系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赋予生态价值系数(值域为 0～1),其中林地生态价值系数最高为 1,水域为0.9,草地为 0.6,耕

地为0.5,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为 0;再引入 InVEST 模型模拟其所受的人类活动干扰并计算得到相应的质量系数,以此量化武汉都

市区的生境质量变化。基于 InVEST 模型[29],本研究主要从三方面考虑威胁源对生境斑块的干扰程度,即每个威胁的相对影响,每

种生境类型对每种威胁的相对敏感度,生境斑块与威胁来源之间的距离;生境系数取上文确定的生态价值系数,根据InVSE模型指

南和国内外相关研究[30,31],选取高速公路、铁路、城市主干道、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作为威胁源,并确定威胁源的权重、受威胁的

最大距离和生态用地对威胁源的敏感程度,具体参数如表 2。 

表 2 InVEST 威胁参数表 

威胁来源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地 主要道路 高速公路 铁路 

权重 0.9 0.6 0.7 0.7 0.5 

生态用地敏感程度 1 0.6 0.7 0.6 0.6 

最大影响距离 2 1.5 0.5 0.8 0.5 

 

2.2 生态用地变化驱动力分析 

2.2.1 二元逻辑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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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基于二元 Logistic 回归分析武汉市生态用地驱动力。二元 Logistic 中的“二元”指因变量为二分变

量,Logistic指对目标概率进行Logit 变换,特点是因变量局限于离散变量,保证了变化概率在(0,1)取值时,Logit转换值可以取

任意实数,避免了线性概率模型的结构缺陷
[32]

。因此,Logistic模型经常用于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土地利用变化的结果为改变或不

改变,即二分变量 Y,取“1”表示发生变化,“0”表示未发生变化,设置一系列自变量 Xi 可以来解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

Logistic 模型一般表示形式如下[33]: 

 

式中:Pi表示事件发生变化的概率;i表示样本量;α是回归截距;β是回归系数;m为影响因素的数量;Xij表示自变量。 

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扩张即建设用地增长会引起区域内土地利用的方式和结构发生变化,必然也会导致生态用地的变化,因此

本研究将武汉市生态用地变化的驱动力归纳为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因素:考虑到城市建设用地增长的空间连续性、集聚性和建设成

本,一般而言,地势平坦、距原建成区距离较近的区域是城市扩张的优先区域,因此地形地貌和距离建设用地的最小距离等是影响

城市扩张的直接因素,进而影响生态用地转换[33];另一方面,城市化实质上是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的过程,也是城市基础设施不

断向外延伸的过程,因此人口增长速度、GDP 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以及道路密度和建设用地增长速度等通过影响城市化进程进而

影响生态用地转换。因此,本研究选取坡度(度)、到建设用地最小距离(20m)、年均建设用地扩张速度(%)、年均 GDP 增长速度(%)、

年均人口增长速度(%)和年均道路密度增长(%)作为自变量。 

回归分析中,本研究在 2002 的生态用地上创建了 28000 个随机点作为回归样本。其中,洪山样本点最多,为 8323 个,江汉区

最少,为 35 个。区域较大生态用地较多的区样本点较多,能够确保样本的分布密度的一致性。根据 2014 年的土地利用类型为样

本点赋值,如仍为生态用地则赋值 1,如不是生态用地,则赋值 0,0 和 1 即为因变量。对于自变量,在 ArcGIS10.2 中运用 Extract 

value to point 和 Near 工具分别获得所有样本点的坡度和到建设用地的距离;本研究认为研究期是武汉城市快速扩张的阶段,

同一行政区内的区域发展速度差距也较大,故依据行政区统计相关增长数据无法反映该时期内城市的扩张过程;因此,本研究在

研究区内建立 5km*5km的格网,分别统计各个格网内 12年间的建设用地、GDP、人口和道路密度的增长情况并赋值给格网内的样

本点。最后,在 SPSS21.0 中输入各个变量,采用逐步向前回归推导得出武汉城市生态用地变化的驱动力,考虑到所选社会经济因

素可能存在线性关系而影响最终拟合结果,利用 SPSS21.0 中的 Collinearity Diagnostics工具对所有进入模型的自变量进行共

线性诊断[34]。 

2.2.2 梯度分析法 

为了探究城市扩张强度对生态用地变化的空间梯度影响,考虑到武汉都市区空间形态,本研究利用梯度分析法中的圈层法,

以武汉市三环线为起始边界在研究区内建立间隔 2km由内向外共 15个缓冲区,并分别计算各缓冲区内的 2014年平均生态用地转

化概率和 2002 至 2014年的城市扩张强度[27]。生态用地转化概率由二元逻辑回归导出的概率方程结合相关影响因子进行计算;城

市扩张强度主要与区域内建设用地增长相关,即一定时期内建设用地扩张面积占研究区总面积的比值
[35]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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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 为城市扩张强度指数;Ct 为研究期末的建设用地面积;Co 为研究期始的建设用地面积;A 为区域总面积;T 为研究时段

(年)。 

3 研究结果 

3.1 生态用地空间格局动态 

3.1.1 土地利用格局动态 

1990～2014 年,武汉城市生态用地总体上以水域为主,林地次之,数量呈下降趋势。1990 年生态用地总面积为 802.19km2,其

中水域面积 525.31km
2
,占生态用地的 65.48%;绿地面积 276.88,占生态用地的 34.52%。2002 年生态用地总面积面积下降到

759.96km2,减少 42.23km2,下降了 5.2%;其中,水域面积减少117.58km2,而绿地面积增加 75.39km2。从转移贡献率来看,1990～2002

年间绿地和建设用地是净转入地类,水域和耕地是净转出地类;绿地主要由耕地转入,耕地转入量占绿地总转入量的 63.5%,根据

该时期相关政府文件 1,本文认为这与 1998 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措施密切相关。到 2014 年,生态用地面积相较于 2002 减

少 197.31km2,下降到 562.66km2,下降了 25.9%;其中,水域面积减少 101.58km2,绿地面积减少 95.78km2;较前一阶段减少的面积显

著增多下降速度明显加快。本文认为这主要与城市扩张速度加快建设用地面积增长较多有关:从转移贡献率看,这一时期建设用

地为净转入地类,面积增加242.44km
2
,绿地、水域和耕地均为净转出。总体来看,在研究期内,绿地面积略有下降,共减少20.39km

2
;

水域面积下降趋势明显,共减少219.16km2,但仍为武汉主要的生态用地,占生态用地总面积的54.4%。 

表 3景观组分的转入和转出贡献 

时期 贡献率类型 
生态用地 非生态用地 

绿地 水域 建设用地 耕地 

1990～2002 
转入 

转出 

0.345 

0.238 

0.059 

0.226 

0.329 

0.017 

0.267 

0.519 

2002～2014 
转入 

转出 

0.185 

0.294 

0.030 

0.145 

0.402 

0.126 

0.383 

0.434 

 

3.1.2 景观格局动态 

表 4 为使用 Fragstats4.1 软件计算的 1990 年,2002 年和 2014 年生态用地在景观尺度上的景观格局指标。PD 值在 1990 年

为 51.6,2002 年为 51.1,未出现较大变化,到 2014 年上升为 57.9,上升幅度亦较小,表明生态用地的整体破碎度出现小幅度的上

升。ED值在在1990年为 36.7,2002年为 51.35,2014年为 12.76,表明生态用地边缘在 1990 年到 2002年期间向不规则方向发展,

这与这一时期内绿地面积的增加有关,但在 2002 年到 2014年,生态用地边缘形态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规则和连续,说明这一时期

内生态用地受人类活动的干预和改造较大。一般而言,高蔓延度值表明景观中的某种优势斑块类型形成了良好的连续性,武汉城

市生态用地的蔓延度值(CONTAG)在 1990 年为 51.62,2002 年为 52.56,2014 年为 62.50,呈上升趋势,表明生态用地的集聚性在增

强,且这一趋势在 2002～2014 年间更为显著。多样性值(SHDI)在 1990 年为 0.79,在 2002 年为 0.73,在 2014 年为 0.70,表明在

1990～2014年期间景观多样性迅速下降,意味着研究区内生态用地的空间集聚趋势。上述 4个景观格局指标表明生态用地整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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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扩张的过程中在空间上趋于集聚。 

表 4 1990～2014 年研究区景观格局指标(景观尺度)年际变化 

年份 PD(个/km2) ED(m/hm2) CONTAG(%) SHDI 

1990 51.6704 36.6616 51.6236 0.7972 

2002 51.105 51.3578 52.5696 0.7323 

2014 57.9279 12.7641 62.5034 0.7061 

 

图 3 为绿地、水域、建设用地和耕地在类型尺度上的各项景观格局指标。如图所示,1990～2002 年,绿地面积占比(PLAND)

由 13.67%上升到 17.24%,有效粒度尺寸(MESH)由 23.01hm2上升到 54.28hm2,分割度指数(SPLIT)由 8998.23 下降到 3807.16,最大

斑块指数(LPI)由 0.51%上升到0.96%,均显著反映出这一时期内绿地破碎度下降,同质性增强,这主要与这一时期内东北部区域绿

地面积明显增多有关(如图)。2002 到 2014 年,绿地面积占比下降到 12.59%,MESH下降到 19.25,SPLIT 上升到 10756.99,LPI 下降

到 0.5,所有指标均反映绿地破碎度提高,异质性增强。与绿地两个时期内的波动不同,在 1990～2014 年期间,各项指标均表明水

域在经历持续的破碎化过程:面积占比由 25.4%(1990)下降到 19.77%(2002)再降至 14.78%(2014),有效粒度尺寸由

1863.39hm2(1990)下降到 210.67hm2(2014),分割度指数由 111.14(1990)上升到 166.61(2002)再升至 983.19(2014),最大斑块指

数由 8.64%(1990)下降到 2.41%(2014)。就建设用地和耕地而言,各项指标均表明建设用地破碎度下降,耕地破碎度持续上升。 

生态用地在景观尺度上表现出空间集聚趋势,在类别尺度上却表现出斑块破碎趋势,本文认为引起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主要

是由于研究区内大型湖泊较多,绿地多在湖泊旁边伴生发展,景观尺度上计算会将绿地和水域视为生态用地这一整体,一个大型

湖泊连同周边众多的中小型绿地斑块会被识别为具有良好连续性的优势斑块,尤其是在城市扩张过程中零星生态斑块被占用的

背景下,在景观尺度上就产生生态用地集聚在几个大型湖泊所在区域的“孤岛化”现象;而将绿地和水域分开来看,由于受到建

设用地的持续增长和耕地破碎度提高的影响,一些大型斑块被蚕食、切割,造成了用地类别层面上的破碎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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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1990～2014 年研究区景观格局指标(类型尺度)年际变化 

3.1.3 生境质量动态 

伴随着城市扩张,建设用地面积的不断增长(图 1),武汉城市地区的生境质量随之下降(图 4)。1990 年武汉城区建设用地面积

为 162.56km2,2002 年增长到 382.02km2,到 2014 年进一步增长到 627.01km2,增长幅度达 285.7%。武汉城区平均生境质量指数在

1990 年为 0.73,2002年下降到 0.65,2014 年下降到0.55,下降幅度为 24%。从时间和空间来看,1990 到 2002 年期间,下降幅度最

大 3 个区为江汉、青山和武昌,分别下降 0.19、0.18、0.13,另外硚口、洪山、汉阳等 3 个主城区次之,分别下降 0.13、0.11、

0.10;2002～2014 年期间,下降幅度最大的 3个区为黄陂、蔡甸和东西湖,分别为0.13、0.12、0.12,新洲、汉阳、江夏次之均为

0.11。因此,本文认为建设用地增长对生境质量具有较强的消极影响,2002 年以前建设用地增长主要在主城区,集中在三环线以内

(图 5),而这一时段内主城各区生境质量下降明显;2002 年以后,三环线以内建设用地格局基本确定,建设用地增长越过三环线开

始向近郊各区发展,与之相伴的是黄陂、蔡甸等近郊区的生境质量显著下降。 

3.2 生态用地变化驱动力 

坡度、距建设用地的距离、GDP 增长率、建设用地增长率和道路密度增长速度进入回归模型,人口增长率没有进入模型(表

5)。 

Waldx2表示每个变量的相对权重,评估每个变量对预测事件的贡献[23]。根据 Logistic 回归的 Waldx2统计数据,坡度和建设用

地的最小距离对武汉市2002～2014年生态用地变化影响最大,与生态用地的转化概率呈负相关关系,即生态用地所在位置的坡度

越大,距离建设用地的距离越远,发生变化的概率越低。结合 Exp(β)表明,坡度每增加 1°,生态用地不变的概率增加 1.252 倍;

距离建设用地的距离每增加 20m,生态用地保持不变的概率增加 1.002 倍。GDP 增长率、建设用地增长率和道路密度增长量与生

态用地转化概率正相关,即生态用地所在区域GDP 增长越快、建设用地速度越快以及道路密度增长量越大其转化概率越高。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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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生态用地转化为非生态用地的概率方程如下: 

 

式中:A为坡度;B 为建设用地最小距离;C 为 GDP 增长率;D 为建设用地增长率;E为道路密度增长率。模型中各个因子显著性

(sig.)均小于 0.05,表明进入模型的各指标对生态用地变化有显著性影响;共线性诊断中条件指标最大值为 5.6,小于 10[26],且各

变异数值亦较低,可以认为各因子间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关系。模型预测的总体准确率为 70.5%,平方最大似然值(-2loglikehood)

为 33203.059合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将预测值与实际值 P进行 ROC 分析(图 5),得到 AUC 为 0.766,基于上述 3个结果,本文认为该

模型预测值具有一定准确性,是可接受的。此外,为了排除样本分布偏差的可能性,本研究在 2002 年分别随机选择了 10000 个生

态用地样本,并测试它们与模型的匹配程度,结果表明有 8305 个样本的模拟结果与观察结果一致,这意味着回归模型的拟合度达

到 83.05%,表明模拟精度可靠。 

 

图 4 1990～2014 年武汉生境质量变化 

表 5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变量参数 

Variables β S.E Wald Sig. Exp(β) 

坡度 0.225 0.004 2640.761 0.000 1.252 

建设用地距离 0.002 0.000 1362.011 0.000 1.002 

GDP 增长率 -2.287 0.225 103.112 0.000 0.102 

建设用地增长率 -0.164 0.045 13.139 0.000 0.849 

道路密度增长率 -2.313 0.296 61.219 0.000 0.099 

常量 -1.352 0.036 49.596 0.000 0.259 

 



 

 10 

 

图 5 ROC曲线 

3.3 生态用地转化概率 

假定维持原有发展速度,选择坡度,距建设用地最小距离、建设用地增长率、GDP增长率和道路密度增长率作为概率方程的输

入,本文模拟了武汉市生态用地转化为非生态用地的概率,并通过自然断点法将结果划分为 5个等级。总体来看,2014 年生态用地

的平均转化概率为 0.071,最大值达到 0.9,最小值趋近于 0(图 6,图 7)。分区来看,江夏区、洪山区平均转化概率最高,其次为蔡

甸、江岸和汉阳,新洲和东西湖平均转化概率最低。从空间上看,在三环线以内的 6 个缓冲区(带号:1～6)平均转化概率在 0.03

左右,处于较低水平;三环线以外最近的 3 个缓冲区(带号 7～9)平均转化概率均超过 0.1,是整个研究区内的高值区,再向外逐渐

呈下降趋势,三环线外生态用地转移风险整体高于三环线内。通过梯度分析表明,生态用地转化风险与城市扩张强度在空间上具

有较好的一致性:相较于三环线以外,由于武汉三环线内的土地利用格局趋于稳定,扩张强度明显较低,生态用地的转化概率较低;

在三环线向外的三个缓冲区带,是城市剧烈扩张的区域,生态用地转化概率也处于全域的最高水平。 

表 6影响因子共线性诊断表 

模型 维度 特征值 条件指标 

变异数比例 

常量 坡度 建设用地距离 建设用地增长速度 GDP 增长速度 道路密度增长速度 

1 

1 3.778 1 0.01 0.02 0.02 0.02 0.02 0.02 

2 0.783 2.197 0 0.01 0.02 0.09 0.7 0 

3 0.577 2.56 0 0.6 0 0.31 0.02 0.01 

4 0.418 3.006 0.02 0.12 0 0.39 0.11 0.41 

5 0.327 3.397 0 0.18 0.7 0.17 0 0.13 

6 0.117 5.676 0.97 0.07 0.26 0.01 0.15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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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生态用地转化概率 

 

图 7生态用地转化概率与城市扩张强度空间梯度变化 

4 结论与讨论 

基于遥感和 GIS 技术的应用,本文利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InVEST 模型、景观格局指数、二元逻辑回归模型以及梯度分析法

等相关模型与方法分析了武汉市生态用地的数量、质量和景观格局的变化过程。结果表明,在 1990 至 2014 年间,伴随着武汉城

区的快速扩张,市内生态用地在数量、质量和景观格局上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1)生态用地总面积持续下降,累计减少 239.55km
2
,水域为主要转出地类,累计减少 219.16km

2
。 

(2)生境质量不断降低,共计下降 24%;各区生境质量下降幅度与城市扩张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较强的同步性,随着城区逐步

向外扩张,自三环线向外城区生境质量下降幅度逐渐变大。 

(3)生态用地斑块破碎度提高,在景观格局上表现出向大型湖泊所在的少数区域集聚的趋势,“孤岛化”现象日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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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坡度、建设用地的最小距离、建设用地增长、GDP 增长和道路密度是驱动生态用地变化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建设用地

的最小距离和坡度对生态用地转化的影响最大。根据模拟的生态用地转化概率分级和梯度分析表明,生态用地转化概率与城市扩

张强度在空间上具有同步性,若保持当前发展速度,武汉市三环线以外的生态用地面临着较高的转化风险。 

本文探讨武汉市都市区生境质量对城市扩张的时空响应规律、武汉市城市生态用地“孤岛化”现象以及城市生态用地转化

风险与城市扩张强度的时空同步性,可为武汉市相关城市规划编制和生态管控措施的制订提供参考:要重点关注三环线外的建设

用地增长,新的城区建设要避免盲目扩张,应注意集约化、紧凑化发展,尽量避免对生态用地的切割和占用,以保护生态用地格局

的完整性。相关研究成果亦可为武汉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提供参考。尽管各项指标表明回归模型的模拟精度是可接受的,但本研

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受数据的局限,本文在选取影响因子时没有考虑原有城市相关规划的影响,在模拟过程中仅模拟了生态用

地在城市原有发展速度下的转化概率,缺乏对城市发展动态性和不确定性方面的考虑;进一步的研究可将原有规划对生态用地转

化可能产生影响纳入模型,在模拟过程中应收集相关资料运用恰当方法对建设用地增长速度、GDP 增长速度等相关影响因子进行

科学预测,进而更准确地预测生态用地的转化概率,以便为城市生态管理和规划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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